
 

 

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胡    雯1，2，张锦华1，2

（1.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2.  上海财经大学 三农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层级体系，以“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为特征，强化了农民工

向高行政层级城市迁移的惯性趋势。文章利用 2013 年和 2019 年的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层

级迁移行为及工资溢价效应。结果显示：首先，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文化程度高、工作经验

丰富和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而携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普通地级市。其次，行政级别高的

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最后，研究发现城市的行政

级别会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中介作用产生工资溢价。总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增长

的过程：初始阶段，行政层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生活成本补偿的市场价格力量产生工资溢价。随着

要素集聚导致城市扩张，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就通过行政力量再次分配公共服务

资源来调节人口流动。因此，需要平衡城市的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

层级结构，并且均等分配公共服务资源，引导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迁移和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

关键词： 城市行政层级；层级迁移；工资溢价；作用机制；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1）02−0004−15

DOI: 10.16538/j.cnki.jfe.20201015.401

一、引　言

城市是经济空间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发挥着独有的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爱德华•格莱泽在

《城市的胜利》中阐述了城市的价值在于它提供更高的生产效率（爱德华•格莱泽，2012）。中国城

市行政层级体系隐含的政治力量，以“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为特征，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下，各生产要素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城市逐次分配，这就容易出现人口的分布不均衡。

人口流动呈现向高行政层级城市集聚的趋势，实质是行政层级掣制下的“用脚投票”机制（黄燕

芬和张超，2018）。从 2008 年到 2019 年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布来看，人口向行政层级高的城市集聚

的趋势不断加强（图 1）。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迁移也是非均匀的，根据《2019 年农民工监测报

告》的数据显示，2019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约 2.91 亿，迁移到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约占 54%，在京津

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比重分别高达 14.06%、34.34% 和 28.14%。由于农民工迁入地不易定

位，所以数据存在难以精准的问题，导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农民工是否对城市的行政级别有偏好。

已有研究发现城市行政层级对要素集聚、资源分配、经济发展发挥着行政力量。行政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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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城市，意味着再分配的资源越多，吸引

产业和人口集聚，促进城市规模扩大（蔡昉

和都阳，2003；Duranton 和 Puga，2004）。省会

城市的工资溢价高于非省会城市（黄枫和吴

纯杰，2008）。工资溢价即大城市的工人获得

更高的工资（Glaeser 和 Maré，2001）。从 2009−
2018 年中国的工资变动趋势可知，高行政级

别城市的工资水平更高（图 2）。上述文献验

证了城市规模对工资溢价的作用，但未涉及

城市行政层级对工资溢价的影响。本研究关注的是城市行政层级如何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

促进工资溢价效应？工资溢价呈现何种特征分布规律？

城市行政层级与工资溢价的关系可能存在内生性。首先，行政层级对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影

响不是单向的。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进入市场，通过集聚效应反向

提高该地区的行政级别（黄燕芬和张超，2018）。其次，城市行政层级和工资存在联立性：一方面，

工资上涨需要通过城市吸引企业、产业和人才，从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江艇等，2018）；另一方

面，城市行政层级提高会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导致住房价格和生活成本抬高，

出现补偿生活成本的工资溢价效应（黄枫和吴纯杰，2008；踪家峰和周亮，2015）。最后，城市行政

层级对工资的影响还存在遗漏变量的估计偏误。城市的行政层级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通常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行政层级和工资也比较高。如果不控制劳动力的不可观测特征和城市的

禀赋特征，会高估行政层级对工资的影响。鉴于 1984 年的城市架构是现有城市格局的样板，

1984 年的人口规模在对当地财政支出、资源配置、企业选址、人才流动产生集聚效应后，经过行

政规划变迁后不直接影响现在的工资溢价（江艇等，2018）。因此，本文选用“1984 年人口规模”作

为历史工具变量，以此缓解内生性问题。

农民工从“个人迁移”转变到“举家迁移”模式，不再单一追求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和高工资，

也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需求（Xing 和 Zhang，2017）。本文采用上海财经大学 2013 年和

2019 年的千村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迁移趋势和工资溢价进行研究。原因在于，这两个时间点恰

好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①和落户政策改革前后。工资水平偏低，依然是阻碍农民工扎根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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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18 年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流动人口和年末总人口变动趋势

注：资料来源为历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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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工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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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是中央层面改革行政管理体

制的重要信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

户政策均进行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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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试图研究农民工迁移偏好和工资溢价，丰富对人口变迁规律的认

识。实证结果发现，仅控制个体特征时，城市行政层级对月均工资、小时工资弹性系数为 5.25%、

4.82%；控制城市特征后，工资弹性系数分别为 14.23% 和 10.95%。城市行政层级通过住房价格、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这些中介变量对工资起作用。本文将农民工向高城市行政层级流动的行为

定义为“层级迁移”，探究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如何影响农民工迁移偏好和工资溢价效应。另外

运用分位数回归，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工对城市行政层级的弹性存在的差异。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介绍模型设

定、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第四部分是经验证据与计量检验，包括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第五

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下一步改革的重

难点。本研究聚焦劳动力市场的要素配置问题，研究城市在支配劳动力要素的过程中行政力量

与市场力量的博弈。行政层级是中国城市特定的政治经济标识，通过资源配置、人才优势、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人口流动的偏好。本文基于 Rosen-Roback 空间均衡模型（Rosen，

1979；Roback，1982），运用比较静态分析（Moretti，2010），构建房价、人口与工资的空间均衡模型。

假设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从低收入的农村流动到高收入的城市，直到各地区的人

均收入几乎相同，达到空间均衡的状态，劳动力市场实现出清。

1. 消费者偏好。假设农民工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处于完全

竞争经济体中，劳动力价格或要素价格在城市间相同，可标准化为 1。在劳动力无弹性供给 1 单

位时，城市劳动力供给量等于劳动力人口总数。那么，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函数为：

max U = xαyβ

s.t. y+Px ⩽W
（1）

其中，x 是不可贸易的本地商品，这里考虑住房、公共服务的价格为 P；y 是可贸易的商品，价格为

1；W 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生活成本要小于工资收入。得出间接效用函数为：

lnU − lnC
α+β

= lnW − θ ln P

C =
ααββ

(α+β)α+β

θ =
α

α+β

（2）

C θ为常数， 为房价等生活成本占工资收入的比例。式（2）简化为：

u = w− θp （3）

式（3）中，u 是效用 U 的单调变换，w 是取对数的名义工资，p 是取对数的住房价格。当劳动

力自由流动时，农民工在城市间获得的迁移效用水平 u 相同。劳动力往大城市集聚导致劳动供

给过剩、成本抬高、工资下降，劳动力回流到低级别城市，最终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工资实现空

间均衡。另外，名义工资上涨必然伴随生活成本（房价）上涨，工资溢价被生活成本所抵消，经济

活动达到空间均衡。考虑农民工对城市间的工资水平、基础设施的偏好，假设农民工 i 个农民工

迁移到第 j 个城市的对数间接效用函数为：

ui j = wi j− θp j+ ei j （4）

其中，eij 是农民工 i 对城市 j 的个人偏好。假设存在两类城市：高行政级别城市 H（High Level）和

  2021 年第 2 期

•  6  •



eiL− eiH ∼ U[−µ,µ] UiL−UiH

eiL− eiH = (wiH − θpH)− (wiL − θpL)

低行政级别城市 L（Low Level），农民工 i 对这两类城市 j 的相对偏好服从均匀分布，具体为

，μ 越大，意味着农民工的个人偏好对迁移地的选择就越重要。在均衡时， ，

可得 ，进而得到两类城市的人口比例是：

nL

n
=
µ− [(wiH − θpH)− (wiL − θpL)]

2µ
nH

n
=
µ+ [(wiH − θpH)− (wiL − θpL)]

2µ

（5）

ns s = H,L n = nL+nH其中， 是城市 H 和 L 的人口对数（ ）， 两式相减整理得到：

wiH = wiL+ (θpH − θpL)+µ
nH −nL

n
（6）

假说 1：行政级别高的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提供不同技能需求的就业

岗位，对多样化的劳动力需求旺盛，低技能劳动者能在大城市寻找到匹配技能的岗位。由劳动生

产率高带来的集聚效应更明显，由此带来工资溢价就越高。当农民工的目标函数为收入最大化

时，会倾向于在高级别城市进行就业。

2. 住房市场。假设每个农民工消费 1 单位的住房，整个城市的住房需求为：

pH =
1
θ

(wH −wL)+ pL−
µ

θ

nH −nL

n
ps =ρsns, s = H,L, ρs = ρH,ρL

（7）

ρH,ρL ρs表示高级别城市 H 和低级别城市 L 住房供给弹性。 越大时，供给弹性越小。

假说 2：行政层级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更高，如房价、交通费等。此时，农民工追求迁移成本最

小化和工资收入最大化，住房价格作为市场调节的重要工具，发挥了城市的市场力量，让农民工

在工资溢价和生活成本中权衡。

3. 均衡。由式（6）、（7）可得模型的如下均衡解：

λs =nθρs(1−β)+n(α+β−1)+µ(1−β)

ws =−
1−α−β

1−β

(
1− λs

λH +λL

)
n+C

ps =ρs

(
1− λs

λH +λL

)
ns

（8）

4. 比较静态分析。结合比较静态分析，对住房供给弹性求导，得到房价边际变化为：

∂pH

∂ρH

=
λL

(λH +λL)
2 n[λL+n(1−α−β)+µ(1−β)] > 0

∂pL

∂ρH

=
λL

(λH +λL)
2 ρLn2θ(1−β) > 0

∂pH

∂ρH

− ∂pL

∂ρH

=
λL

(λH +λL)
2 [2n(1−α−β)+2µ(1−β)] > 0

（9）

可知，高低级别城市 H、L 的房价，随着高级别城市 H 的住房供给弹性而上升，高级别城市房

价上升幅度快于低级别城市 L 的上升幅度，得到工资变化：

∂wH

∂ρH

=
1−α−β

1−β
λL

(λH +λL)
2 n2θ(1−β) > 0

∂wL

∂ρH

=
1−α−β

1−β
λL

(λH +λL)
2 n2θ(1−β) < 0

（10）

当高级别城市 H 的住房供给弹性下降、房价上升和劳动力流入量减少时，城市 H 的工资会

上涨。若低级别城市 L 的劳动力流出量减少，本地劳动力供给增加，那么工资水平下降。住房供

胡    雯、张锦华：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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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可以拓展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福利供给水平。农民工的效用随着城市集聚效应带

来的工资溢价和福利上升而提高。农民工的效用随着城市拥挤效应带来的工资折价、生活成本

上升、基础设施占用率低而下降。当农民工效用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在各个城市间无差异时，农

民工才会停止流动，劳动力市场才能实现出清，从而实现空间均衡。空间均衡条件要求迁移的单

位成本均等于 1，而各城市的效用和成本并不是无差异的，受农民工迁入城市的规模、行政级别

影响，表现为住房价格、基础设施、工资水平的差异。

假说 3：行政层级高的城市凭借其政策倾斜、经济资源，具备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

源，表现为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由此发挥行政的力量带来工资溢价。当农民工追求福利改

进和效用最大时，享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带来的效用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与策略

1. OLS 回归。在基准的 Mincer（1958）工资决定方程中，引入“城市行政层级”这一关键解释

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

Ranki j = α+γXi+εi

Wagei j = α+β1Ranki j+γXi+τZ j+εi

（11）

式（11）中，被解释变量为第 i 个农民工迁移到第 j 个城市的小时工资，关键变量 Rankij 表示

农民工 i 迁入地 j 的城市行政层级。Xi 表示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特征。Zj 是农民工迁入地的城市

特征变量，用于控制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选择性偏差。α 是常数项，γ 是个人特征的系数，τ 是城

市特征的系数，εi 是随机扰动项。

2. 分位数回归。采用分位数回归，能在 0.10、0.25、0.50、0.75 和 0.90 分位数上，分析迁移层级

的工资溢价效应。方程如下：

Qq(Y | X) = X′iβq （12）

Qq(Y | X)式（12）中，Y 为对数小时工资，X 为工资的解释变量， 为给定解释变量 X 的情况下被

解释变量 Y 在第 q 分位数上的值，βq 为工资在 q 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在农民工这一劳动力市

场中，异质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在整体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分位数）上是不同的。

3. 机制研究。根据中介效应法（Sobel，1982；温忠麟等，2004），进行作用机制检验：

Wagei j = α+β1Ranki j+β1Cityi j+γXi+τZ j+εi （13）

Cityi j = α+β1Z j+εi j （14）

如式（13）、（14）所示，加入 Cityij 的中介变

量（住房价格、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和医疗设

施），测算城市特征 Zj 对中介变量 Cityij 的影

响机制。中介变量的作用机理如图 3 所示。

（二）数据与变量

微观数据来源于 2013 年和 2019 年上海

财经大学“千村调查”，城市层面将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统计口径为市辖区。本文筛选 18 岁到

65 岁有工资收入的农民工样本，剔除变量值缺失或无效的样本，最终得到 2013 年约 4 460 个农

民工和 2019 年约 3 900 个农民工调查数据。样本的总体描述见表 1，变量定义见表 2。

　
 

 

c

c’

ba

(1) Y=cX+ e1X（城市层级） Y（工资溢价） e1

X（城市层级）

M（中介变量）

Y（工资溢价）

e2

e3

(2) M=aX+ e2

(3) Y=c’X+bM+e3 

图 3    中介变量的作用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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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样本的工资水平描述

变量
2013 年 2019 年

观测值 % 月工资 小时工资 观测值 % 月工资 小时工资

直辖市 508 11.39 3 111.89 16.14 555 14.23 5 967.72 27.08

副省级城市 1 467 32.89 2 726.24 14.48 1 085 27.82 4 094.34 18.85

省会城市 434 9.73 3 719.24 21.22 503 12.90 4 449.14 20.44

普通地级市 2 051 45.99 2 670.39 13.79 1 757 45.05 4 077.21 18.87

 
表 2    变量的定义与特征

变量 定义
2013 年 2019 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月工资 Ln（月均工资）（元） 7.74 0.56 8.12 0.76

小时工资 Ln（小时工资）（元） 2.35 0.69 2.76 0.74

行政层级 4=直辖市；3=副省级城市；2=省会城市；1=普通地级市 2.10 1.11 2.11 1.13

城市等级 5=一线；4=二线；3=三线；2=四线；1=五线 3.27 1.39 3.93 1.30

城市规模 5=超大城市；4=特大城市；3=大城市；2=中城市；1=小城市 3.39 1.17 3.68 1.33

人口规模 Ln（城市的人口规模）（万人） 5.61 0.90 5.84 1.26

文化程度 正规受教育的年限 8.20 3.30 3.03 1.00

健康状况 由 1 至 4 表示健康状况差到好 3.22 0.78 4.15 0.90

性别 男=1，女=0 0.68 0.47 0.85 0.36

工作经验 务工的时间年限 5.24 5.73 27.82 8.98

流动频率 工作转换第几个城市 0.37 0.87 1.94 2.32

社会资本 求职途径：亲友帮忙=1，自己求职=0 0.46 0.50 0.22 0.41

就业性质 国有企业=1，私有企业=0 0.10 0.30 0.14 0.34

住房价格 Ln（住宅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元/平方米） 8.97 0.63 9.17 0.72

基础设施 Ln（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2.64 0.61 2.73 0.45

教育设施 Ln（市辖区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人） 8.97 1.52 10.37 1.03

医疗设施 Ln（市辖区医院数量）（个） 5.36 2.25 4.77 1.01
　　注：数据来源为上海财经大学 2013 年和 2019 年千村调查，2012 年和 2018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规模分类标准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化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文件所示，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数据

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计算常住人口规模，按照规模大小分为 5=超大城市（1 000 万以上）；4=特

大城市（500−1 000 万）；3=大城市（100−500 万）；2=中等城（50−100 万）；1=小城市（50 万以下）。
 
 

1.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小时工资（对数）。农民工的月均工资和小时工资存在度量误差，不

同行业、职业的每周工作小时不同，农民工的工作小时数普遍高于城市居民，所以月均工资和小

时工资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异，小时工资更能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差异。由表 1 可知，2013 年的省

会城市样本的月工资均值最高，直辖市次之，普通地级市的工资最低；2019 年的直辖市和省会城

市的工资要高于普通地级市的工资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行政层级。本文将“普通地级市”定义为 1，“非副省级省会”定义为

2，“副省级城市”定义为 3，直辖市定义为 4。2013 年 4 类迁移层级农民工样本分别为 2 051、434、

1 467 和 508，2019 年分别为 1 757、503、1 085 和 555。此外，本文按照城市规模、城市等级划分的数

量和比例来看，迁移到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高于普通地级市，迁移到中小城市和四五

线城市的农民工远远少于迁移到大城市、高级别城市的农民工数量。

3.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性别、就业性质、工作经验、社会资本和流动

胡    雯、张锦华：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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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就业性质从就业单位所属性质为国有还是私有来判定，其中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及控股企

业”，私有企业包括“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企业”。

4. 城市特征变量。城市交通设施用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度量，教育资源用市辖区的高等院校

专任教师衡量，医疗设施用医院数量来反映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状况。

5. 工具变量。本文选用“1984 年人口规模”作为历史工具变量，估计城市行政级别对工资的

弹性，缓解内生性问题。①原因在于：一是 1984 年相对于 2012 年的城市数据而言，滞后将近 30 年

的人口规模反映了现在经济活动集聚的基础，也能作为历史信息的变量。二是在数据可得性方

面，198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是能追溯到较早、较全面的年鉴。三是 1984 年开始形成中国的

城市级别架构，划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和普通地级市。②1984 年 10 月

20 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③提出“加快以城市为

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强调“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

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全

面拉开。所以 1984 年这一节点的人口规模对中国城市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江艇等，2018），又不会

直接影响现在的工资水平，所以该变量也是外生的。因此，本文采用“1984 年人口规模”作为历

史滞后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四、经验证据与计量检验

本文实证检验和识别策略为：首先，建立基准回归模型。考察农民工的层级迁移偏好和工

资溢价。运用分位数回归法，研究农民工迁移城市的行政层级在不同分位数工资水平的表现；其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城市行政级别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对工资溢价的作用机制；再次，

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 1984 年城市规模作为城市行政层级的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最后，进行异质性考察。采用分样本回归，检验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的农民工异质性。

（一）基准回归结果：层级迁移

首先，本部分考察农民工的迁移规律，检验哪一类的农民工更偏好高行政级别的城市。

表 3 报告了控制个体特征情景下，分别用 2013 年和 2019 年千村调查数据检验的估计结果。模型

（1）−（8）列的估计结果一致发现，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更偏向于流向高行政层级和高城市等级

的大城市，而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则更偏向于普通地级市。年龄小、未婚、文化程度高、有工作经

验的农民工更偏好于流入高行政级别的城市。这正是因为在中国城市行政力量的主导作用下，

城市获得更多公共资源和发展机会，吸引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为农民工选择迁移方向，提供了

更多发展潜力和空间。尽管农民工和当地居民难以平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承受高昂的生活

成本和迁移成本，仍有大量人口涌入高行政层级城市。这就需要我们分类考虑，当农民工与配偶

随迁时，两个劳动力在城市的工资收入更多，能承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当农民工有子女随迁

时，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但农民工子女进入直辖市的公办学校的门槛非常高，因此带

子女随迁的农民工选择就近迁移的比例更大。

  2021 年第 2 期

① 数据来源于 198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剔除 33 个因行政区划变动缺失数据的城市：巴彦淖尔、巴中、白银、亳州、定西、东莞、鄂尔

多斯、防城港、贵港、葫芦岛、淮安、揭阳、晋中、荆州、酒泉、来宾、丽水、陇南、吕梁、宁德、攀枝花、盘锦、清远、日照、商洛、松原、台州、乌兰察

布、武威、宿迁、宣城、榆林、资阳。

② 1984 年 7 月 18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关于重庆市、武汉市、沈阳市、大连市计划单列的通知》。

③ 王振川主编，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Z].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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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民工的层级迁移偏好：OLS 估计结果

2013 年 2019 年

（1）行政层级 （2）城市等级 （3）城市规模 （4）人口规模 （5）行政层级 （6）城市等级 （7）城市规模 （8）人口规模

子女随迁 −0.213*** −0.323*** −0.283*** −0.157*** −0.313*** −0.444*** −0.411*** −0.382***

（0.048） （0.059） （0.049） （0.039） （0.101） （0.115） （0.118） （0.111）

配偶随迁 0.052 0.239*** 0.106** 0.047 0.178*** 0.416*** 0.291*** 0.240***

（0.043） （0.053） （0.044） （0.035） （0.064） （0.073） （0.075） （0.071）

年龄 −0.000 −0.010*** −0.009*** −0.004** 0.012 −0.006 −0.003 0.003

（0.002） （0.003） （0.002） （0.002） （0.016） （0.018） （0.018） （0.017）

婚姻 −0.095* −0.184*** −0.171*** −0.078* −0.017 0.049 0.042 0.016

（0.053） （0.066） （0.055） （0.043） （0.058） （0.066） （0.068） （0.064）

文化程度 0.013** 0.004 0.002 0.014*** 0.089*** 0.117*** 0.138*** 0.139***

（0.005） （0.007） （0.006） （0.004） （0.019） （0.022） （0.023） （0.022）

家庭规模 0.007 0.043*** 0.057*** 0.015* 0.088 0.220*** 0.128* 0.131*

（0.009） （0.011） （0.010） （0.007） （0.063） （0.071） （0.073） （0.070）

工作经验 0.007** 0.016*** 0.013*** 0.007*** −0.016 −0.004 −0.005 −0.010

（0.003） （0.004） （0.003） （0.003） （0.015） （0.018） （0.018） （0.017）

流动频率 −0.022 −0.018 −0.078*** −0.032** −0.020** −0.015* −0.026*** −0.033***

（0.019） （0.024） （0.020） （0.016） （0.008） （0.009） （0.009） （0.009）

Constant 2.024*** 3.347*** 3.459*** 5.588*** 1.753*** 3.766*** 3.457*** 5.507***

（0.102） （0.126） （0.105） （0.083） （0.281） （0.320） （0.331） （0.313）

N 4 460 4 460 4 460 4 460 3 900 3 900 3 853 3 853

R2 0.009 0.027 0.038 0.016 0.014 0.029 0.025 0.026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基准回归结果：工资溢价

接着，本文考察迁移层级对农民工工资溢价的解释力。表 4 报告了分别控制个体特征、城市

特征情景下，城市行政层级对月均工资、小时工资的作用。模型（1）−（4）列显示 2013 年的估计结

果，农民工迁移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更高。具有相似个人特征的农民工，月均

工资、小时工资对城市行政层级的弹性系数为 4.13%、6.04%。加入城市特征后，行政层级的弹性

为负。模型（5）−（8）列显示 2019 年估计结果，仅仅控制个人特征的农民工，月均工资、小时工资

对城市行政层级的弹性系数为 5.25%、4.82%。可以发现，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

外部性，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工工资。在控制劳动力个体差异后，剥离劳动

力的群聚效应和劳动禀赋差异，工资溢价效应仍然存在。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性别、

工作经验、流动频率均对农民工的工资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符合预期。控制

城市特征得到集聚经济的净效应，城市行政层级的工资弹性上升为 14.23% 和 10.95%。一般而

言，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相对于普通地级市，有更高的工资和房价、人口规模，为使得市场满足空间

一般均衡条件，补偿性工资会弥补生活成本后的工资折价，来达到城市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和

空间均衡。本部分也证实了房价水平、基础设施与工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高房价的城市供给的

基础设施越多，当地工资水平也越高。当然，城市的工资溢价效应得益于城市的宜居性，这一想

法会在后文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挖掘行政级别如何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对工资产生中介作用。

而教育设施对工资收入存在负向影响，可能的情况是农民工为了满足随迁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

的入学条件，要满足正式工作和固定住所的条件，因此为了追求稳定而放弃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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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城市行政层级与农民工工资的 OLS 估计结果

2013 年 2019 年

（1）月均工资 （2）月均工资 （3）小时工资 （4）小时工资 （5）月均工资 （6）月均工资 （7）小时工资 （8）小时工资

行政层级 0.041*** −0.036** 0.060*** −0.037** 0.053*** 0.142*** 0.048*** 0.110***

（0.007） （0.014） （0.009） （0.017） （0.010） （0.027） （0.010） （0.027）

住房价格 0.113*** 0.111*** 0.041* 0.042*

（0.021） （0.025） （0.024） （0.024）

人均道路 −0.025* −0.049*** 0.008*** 0.006***

（0.014） （0.018） （0.002） （0.002）

教育设施 0.053*** 0.074*** −0.000*** −0.000***

（0.010） （0.012） （0.000） （0.000）

医疗设施 −0.024*** −0.026*** 0.058** 0.043*

（0.005） （0.006） （0.025） （0.025）

Constant 6.957*** 5.842*** 1.432*** 0.257 7.136*** 6.384*** 1.828*** 1.197***

（0.048） （0.181） （0.058） （0.217） （0.115） （0.258） （0.113） （0.256）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460 4 460 4 460 4 460 3 900 3 544 3 900 3 544

R2 0.103 0.115 0.088 0.099 0.095 0.110 0.087 0.094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5 报告了控制个体特征、城市特征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在 2013 年的样本回归中，仅控制

个体特征时迁移层级的工资在 10%、25%、50%、75% 和 90% 的分位上逐次下降，系数分别为

3.45%、3.06%、2.89%、2.37% 和 1.57%。这说明迁移层级在低收入农民工的溢价效应更明显，高收

入群体在高级别城市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被削弱。而农民工大部分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工资

待遇低，因此大部分低技能、低工资水平的农民工迁移到高级别的城市就业，获得的工资溢价更

高。对于高技能、高工资的农民工，迁移到高级别的城市就业的激励更不明显。特别是加入城市

特征后，迁移层级的工资溢价在 25%、50%、75% 的分位上逐次下降至 1.27%、1.45%、1.63%，在

10% 和 90% 的分位数上不显著。说明城市行政层级带来的工资溢价隐含的生活成本补偿。控制

城市特征后，工资溢价的弹性系数就略有下降。再看 2019 年的估计结果，发现不论是只控制个

体特征还是控制城市特征，农民工层级迁移在不同分位上的工资弹性均要大于 2013 年的回归系

数。与 2013 年数据结果不同的是，在 10% 和 90% 的分位数上的工资弹性分别为 19.46% 和

11.36%，要远高于其他分位数的弹性系数，说明在经过户籍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后，城市的工资

溢价效应更加明显了。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能吸引高技能的劳动力，而高技能劳动力又需要匹配

服务业人员，这就出现了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溢价效应增加了。
 

表 5    农民工工资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1）OLS （2）QR_10 （3）QR_25 （4）QR_50 （5）QR_75 （6）QR_90

2013 年：只控制个体特征 0.026***（0.004） 0.035***（0.006） 0.031***（0.004） 0.029***（0.004） 0.024***（0.004） 0.016**（0.008）

2013 年：控制个体和城市特征 0.012*（0.007） 0.012（0.010） 0.013*（0.008） 0.015**（0.007） 0.016**（0.008） -0.004（0.014）

2019 年：只控制个体特征 0.053***（0.010） 0.029（0.027） 0.025*（0.015） 0.040***（0.009） 0.058***（0.010） 0.064***（0.014）

2019 年：控制个体和城市特征 0.142***（0.027） 0.195***（0.068） 0.071*（0.038） 0.072***（0.024） 0.097***（0.027） 0.114***（0.034）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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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和图 5 分别显示了 2013 年和 2019 年工资收入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变化趋势，由图可知：

（1）常数项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趋势为正，并随着分位数增加而增加。（2）城市行政层级对工资

均为正向影响，在低收入群体中影响程度最大，但是在中收入群体中作用有所回升，在 90% 分位

的影响作用最低，但 90%、100% 分位数的收入层次农民工影响上升。农民工迁移层级的工资差

异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存在不对称现象，工资差距随工资分布由低分位数向高分位数上升而

趋于缩小，这一变化趋势由迁移层级造成的工资差距缩小导致。（3）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

经验都表现为明显的“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说明教育回报、工作经验、健康回报在低收入群

体、高收入群体影响最为显著，在中层收入农民工中影响作用较小。这说明高级别城市对低学

历、经验少的弱质化农民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降低“工作搜寻匹配成本”和“寻租成本”，相对于

在低层级城市的工作更为稳定、失业的风险较低、岗位的竞争压力较小。同时高级别城市对高学

历、经验丰富的农民工有激励机制，比如北京、上海等直辖市“筑高门槛、开大城门”对高端人才

的引进和优惠政策、隐性福利。（4）性别对工资的影响趋势为正，说明随着分位数的增加，男性的

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高。（5）流动频率、社会资本、就业性质对工资的影响整体呈下行趋势，但中

间有小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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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农民工工资分位数回归结果（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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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民工工资分位数回归结果（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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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生性检验：行政层级的工具变量

鉴于潜在的内生性，本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的估计偏误。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两大条

件：一是与行政级别变量有直接影响，高度相关；二是工具变量在模型中是外生的，与残差项不

相关。关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本文将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

首先，直接检验工具变量与行政级别是否直接影响和高度相关。一阶段（First-Stage）回归如

表 6（1）至（4）列所示，1984 年城市规模对行政级别在 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满足了工具变量的

第一个条件。这表明中国各个城市历史上人口规模对现在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产生正向影响，

发挥工资溢价效应。模型 Dubin Wu-Hausman 内生性检验（DWH 检验），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

绝了 OLS 和 IV-2SLS 估计的回归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说明行政级别与工资存在内生

性问题。再验证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是否在模型中是外生的，与残差项不相关。运用 1984 年

人口规模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的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KRF 检验），得到 F 统计量均大

于 10，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1984 年人口规模对城市行政级别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说

明接受了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解释力度较强。对比估计结果发现，并没有显著差异，效果都

比较理想，说明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得到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不论是仅控制个体特征，还是控制

城市特征后的集聚净效应，城市行政级别正向影响农民工工资，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

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城市行政级别始终对工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市场力量的集聚效应、规

模效应发挥了工资溢价效应。
 

表 6    内生性检验：城市行政层级的工具变量

月均工资 小时工资

（1） （2） （3） （4）

一阶段回归结果 First-Stage

1984 年城市规模 0.766***（0.014） 0.178***（0.010） 0.766***（0.014） 0.178***（0.010）

二阶段回归结果 2SLS

城市行政级别 0.085***（0.015） 0.678***（0.116） 0.086***（0.015） 0.664***（0.111）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N 3 517 3 353 3 517 3 353

R2 0.094 0.010 0.085 0.860

DWH 检验 chi2（1）=17.59（p = 0.000） chiDWH 检验 26.22（p = 0.000） chi2（1）=19.30（p = 0.000） chi2（1）=29.04（p = 0.000）

KRF 检验 F= 3 193.18（p = 0.000） F= 294.35（p = 0.000） F= 3 193.18（p = 0.000） F= 294.35（p = 0.000）

　　注：（1）***、**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四）中介效应检验：城市层级的行政力量 VS 市场力量

中国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得益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力量。

表 7 汇报了城市行政层级对工资溢价的中介作用机制。模型（1）−（8）列的估计结果显示，Sobel
检验中 Z 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大于 5% 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 0.97，因此城市生活成本补偿（住房

价格）、基础设施（人均道路、医疗设施）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人力资本不存在中介效应。根据前文

的理论假设，由于城市集聚、成本补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共享，增

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对农民工工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对比 2013 年和 2019 年的回归结

果来看，城市行政层级通过住房价格对工资产生的中介作用从 38.15% 上升至 157.95%。教育设

施更是从 2013 年中介效应不显著，到 2019 年中介效应效果显著，说明教育资源对农民工的影响

更为显著了。从 2013 年到 2019 年，农民工从个体迁移向举家迁移的模式转变，由过去单一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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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工资最大化”到现在权衡“收入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的多目标函数。在直辖市、

省会城市对农民工子女随迁入学政策要求的“稳定就业、固定居住地、连续就读”的高入学门槛

政策下，农民工对迁移地的教育资源也更加重视了。可以发现：在市场较为完备的条件下，生产

要素的流动性强，资本和劳动力会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流动到回报率高的地区。资本和劳动等

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导致了城市的扩张。在城市集聚经济的动态增长和行政力量的再次分配

下，初始发展阶段还是以所在城市的房价和工资作为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价格来调控人口的流

动。然而，转型经济所特有的双重特征使城市扩张的原因变得较为复杂。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

通过行政手段再分配资源都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引导不同需求偏好的农民工在工资和公共

服务中选择。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行政层级对工资溢价的作用机制

2013 年 2019 年

（1） （2） （3） （4） （5） （6） （7） （8）

城市行政层级
0.014**

（0.006）

0.026***

（0.004）

0.005
（0.006）

0.030***

（0.005）

0.065***

（0.014）

0.062***

（0.013）

0.121***

（0.022）

0.032
（0.020）

住房价格
0.030***

（0.010）

−0.043*

（0.022）

人均道路
−0.002
（0.007）

0.028
（0.033）

教育设施
0.020***

（0.005）

−2.38e-06***

（6.03e-07）

医疗设施
−0.003
（0.002）

0.020
（0.020）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460 4 460 4 460 4 460 3 849 3 853 3 593 3 548

R2 0.089 0.088 0.093 0.089 0.074 0.073 0.074 0.070

F-test 44.04*** 43.11*** 45.33*** 43.29*** 33.86*** 33.79*** 31.93*** 29.71***

Sobel 检验

（ Z 值）
2.428*** −1.784*** 0.737 6.313*** 4.700*** −4.615*** 5.509*** 1.596***

Sobel 检验

（系数）
0.018 −0.001 0.003 0.008 0.069 −0.098 2.921e-06 0.031

中介效应/总效应 38.15% 36.47% 11.33% 157.89% 157.95% 136.49% 543.11% 60.98%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Sobel 检验的 Z 值大于 0.97 或小于-0.97，说

明中介效应显著。
 
 

（五）异质性考察

新一代农民工具有市民化的潜力，举家迁移的模式更为普遍，在城市中生活、择业或者创业

的时间越长，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在收入水平和接受能力等方面具备竞争力，

就表现为追求在“收入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决策。老一代农民工大

多是迁移到大城市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就需要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

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异质性需求。

表 8（1）−（4）列的 2013 年的估计结果中，按新生代、老一代、男性和女性的样本分类回归后，

得到工资对层级迁移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2.59%、2.56%、2.65% 和 2.52%，总体上系数比较接近，新

生代的工资溢价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男性农民工的工资高于女性农民工。控制变量中，受教育

年限、健康状况、性别、工作经验、流动频率、社会资本的系数和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同样，

表 8（5）−（8）列是 2019 年的估计结果，新生代、老一代、男性和女性的样本工资对层级迁移的弹

性系数分别为 3.74%、5.71% 和 5.14%。总体上老一代农民工、男农民工在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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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因此，需要让农民工接受劳动力市场充分的信号，降低

“搜寻−匹配”成本，满足异质性农民工对效用最大化的差异化需求，使得农民工匹配城市的承载

力和工资水平增长，避免资源误配和低效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了更多的农民

工迁入，拉动了城市住房需求。当农民工考虑家庭效用最大化时，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

较高的偏好，宁愿放弃一部分货币形式的工资，此时新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溢价就弱于老一代农

民工。
 

表 8    农民工异质性估计

2013 年 2019 年

（1）新生代 （2）老一代 （3）男性 （4）女性 （5）新生代 （6）老一代 （7）男性 （8）女性

行政层级
0.026***

（0.004）

0.026***

（0.009）

0.027***

（0.005）

0.025***

（0.006）

0.037**

（0.015）

0.057***

（0.014）

0.051***

（0.011）

0.029
（0.027）

Constant
0.652***

（0.027）

0.578***

（0.049）

0.673***

（0.028）

0.687***

（0.039）

1.516***

（0.195）

2.141***

（0.449）

2.020***

（0.124）

2.003***

（0.278）

N 3 363 1 097 3 023 1 437 1 487 2 413 3 318 582

R2 0.093 0.092 0.073 0.069 0.085 0.077 0.069 0.125

F-test 38.04*** 12.18*** 29.52*** 13.24*** 15.24*** 22.23*** 30.74*** 10.18***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探究城市行政层级的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的研究视角，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

查的样本数据，匹配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与迁入地的城市统计数据，识别农民工对城市层级的

迁移偏好，检验迁入城市行政层级工资溢价的存在性和异质性。最后，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文化程度高、工作经验丰富、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高入学

门槛和严格的户籍管制，使得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向普通地级市。城市行政层级作

为中国城市“政治经济地位”的指标，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人口流向。如果在完备的市场竞争和劳

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实现空间均衡，城市间的工资也不会存在差异。然而中国城市的行政力

量仍然占主导因素，导致城市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再分配的不均衡。第二，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

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通过共享、匹配、学习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民工工资。房价水平、基

础设施与工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城市的工资溢价得益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的

宜居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考察农民工工资溢价的分布，发现在 10% 分位和 90% 分位

的工资溢价效应最明显。第三，由于城市行政层级的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的不可观测性，本文采

用“1984 年城市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行政层级的工具变量，发现城市行政级别始终对工资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历史上城市的人口规模通过市场力量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发挥了工资溢价的正

外部效应。第四，城市行政层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融资能力的市场力量吸引人口、企业、产业向

大城市集聚，通过集聚效应的匹配、学习、共享机制对工资溢价产生作用。随着要素不断集聚导

致城市扩张，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就需要发挥行政力量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的再次分配来调节人口流动。第五，考虑农民工的异质性目标函数后，发现老一代农民工、男

农民工在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工资溢价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具有市民化

的潜力，以举家迁移为主，在城市中生活、择业或者创业的时间越长，有强烈的落户意愿。在收入

水平和城市融入能力等方面具备竞争力，由过去单一的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工作机会，到现在

追求“收入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决策。

基于已有研究和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平衡发展城市的行政力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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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给予农民工享受城市工资溢价的福利：

首先，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和现象事实，农民工迁移城市的行政层级偏好与工资溢价效应

密不可分，由于高级别城市隐含的政治补贴、人才优势，在市场的力量下吸引人口和产业不断在

大城市集聚，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发挥了迁移层级对工资的溢价效应。尽管中央政府一直

在推行“简政放权”，但从 2013 年和 2019 年农民工的迁移流向来看，城市的行政力量并未减弱，

甚至有所增强。政府需要配套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和基础措施，让农民工享受到在市场经济转轨

中的改革红利。

其次，行政级别高的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提供不同技能需求的就业岗

位，对多样化的劳动力需求旺盛，低技能劳动者能在大城市寻找到与自身技能相匹配的岗位。这

就需要消除要素流动的体制壁垒，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降低劳动力的搜寻成本，

达到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

最后，政府在城市资源配置的行政力量让农民工面临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的决策，应该配

合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所起的作用，避免农民工承受高级别城市负外部性的高额生活成本，从

而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最大化农民工收益、最小化迁移成本，需要平衡发展

城市行政等级的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强化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的迁移政策，逐步实现农民

工在城市间、区域间的合理均衡分布。需要让农民工接收到劳动力市场充分的价格信号，从而降

低“搜寻−匹配”成本，满足异质性农民工对效用最大化的差异化需求，使得农民工这一劳动力资

源匹配城市的区域经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避免资源误配和低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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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Cities: Hierarchical Migration and
Wage Premium of Migrant Workers

Hu Wen1，2,  Zhang Jinhua1，2

(1.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Farmer and Rural Society，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Migrant worker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By the end of 2019，the total amount of migrant workers has reached

290.8 million. Among them，174.3 million are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and 116.5 million are intra-provincial

migrants. Larger cities are more attractive to migrants by offering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nd better quality of

life. The location within cities is heterogeneou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cities is different，which is re-

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and facilities.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Chinese cities will af-

fec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especially the wage level of migrants who migrate to 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

trative levels.

Based on a large dataset covering 4,460 migrant workers in 2013 and 3,900 migrant workers in 2019 of

the Chinese Thousand Village Survey（CTVS），we use OLS estimator，quantile regression，and moderation ef-

fect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n the wage premium of migrant workers. After examin-

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migrant workers，th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The results show that：（1）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are more likely to attract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 levels，rich work experience and spouses，while migrant workers with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 ordinary prefecture-level cities.（2）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promote the positive ex-

ternality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wage level by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The admin-

istrative hierarchy of cities will affect wage premium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housing price，infra-

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3）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s a dynam-

ic growth process：In the initial stage，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generates wage premium through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the market price force of living compensation. With the factor agglomeration leading

to urban expansion，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infrastructure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so

administrative forces redistribute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to regulate population flow. As a result，cities will

reconfigure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control population movement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forces.

It is important to deal with the “visible hands” of administrative forces and the “invisible hands” of mar-

ket forces. A basic conclusion is that only when the hierarchical migration between cities is free，can the mar-

ket play its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force. Therefore，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future is to guide heterogeneous migrant workers to carry out hierarchical mi-

gration and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cities； hierarchical migration； wage premium； mechanism；

 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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